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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２００７年“阶层背景与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
调查数据，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做了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除了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会形

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外，父母离异、父亲或双亲亡故、就业、就学等微观生命事件与时间的组合也会

形塑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并在历史事件的挤压下成为社会分流机制的重要一环。在访谈的基

础上，本研究还发现，城乡的时空差异和社会性别构建了不同的生命路线和社会期待，从而形塑着

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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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父母离异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学习与行为（Ｒｏｌｌｉｎ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７９；Ｍｏｔｔ，
１９９３；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进而间接的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Ｄｕｎｃａｎ＆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９；Ｂｉｂｌａｒｚ
＆Ｒａｆｔｅｒｙ，１９９３；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ｉｒｏｗｓｋｙ，１９９９；Ｍａｒｙ＆Ｔｏｂｙ，１９９７；）。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残缺
家庭结构对子女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问题与行为问题对个体教育与社会经济地

位获得的影响。基于此，有研究认为父母离异对子女的影响只是短期的，离异后父母尽心尽责能有

效减少离异对孩子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Ｅｍｅｒｙ，Ｒ．Ｅ．１９８８；徐安琪、叶文振，２００１：１３７－１４９）。显然，
这类研究在关注生命事件对个体心智行为的影响时，忽视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与生

命事件外部效应之间的关系。生命事件不但对个体的心智和行为会产生影响，在既定的时空中，这

种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效应，会形塑个体的社会选择，进而形塑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

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① （转自包蕾萍，２００５：１１９－１１３）。社会成员的人生就是交织在生命时间、
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组成的立体时空之中。所以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

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时间的先后顺序”，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李强等，１９９９：
１－１８）由于个体的生命轨迹受到来自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规制，重要生命事件的不同排列不但会影
响到个体的发展轨迹，而且会形塑社会结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１９７８年之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
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客观上使得社会机会相对均等化，然而，随着１９７８年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
政策，尤其是１９９２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个体地位获取越来
越具有重要影响（Ｚｈｏｕ，Ｔｕｍａ，Ｍｏｅｎ，１９９６；李春玲，２００３；李煜，２００６），优势阶层通过对子代人力资本
的投资将优势地位合法地再生产（李路路，２００３；张翼，２００４）。伴随着社会阶层关系及其代际地位继
承机制变迁的同时，与地位获取相关的制度设置也发生着巨大的改革。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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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年龄是理解人们生命历程中差异的关键概念之一（包蕾萍，２００５：１１９－１１３），年龄可以分为生命时间、社会
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三个维度。生命时间，即个人的生命周期，是实际的生物年龄；社会时间，则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

当时间；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历史时间指个体所处的历史阶段。



１９９９年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随着精英教育逐渐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也
由过去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双向选择”、“自谋职业”等。随着大规模的毕业生涌现劳动力市场，求

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１９９７年我国实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结束了几十年来免
费上大学的历史，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使得上大学成为贫困家庭的主要负担，学费成为底层人群向

上流动的障碍。因此，在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的背景下，这些政策的改革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建构

出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对于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具有不同性格的毕业生会产生不同的

社会规制作用。与此同时，这些政策改革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期间毕业生在既定社会时

间点上的既定选择将会影响到其变迁的效应。

对于本科毕业生而言，在个体生命时间，社会时间与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高校扩招、高校就

业和收费并轨改革的历史时间组合的三维时空中，父母离异、双亲或其中一位亡故、就业与就学等

生命事件的不同组合对个体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同的转变效应，这种转变效应往往是建构宏观社会

结构的关键要素。故本研究讨论的问题是，在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和高校教育收费并轨改革以

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到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家庭结构的差异对本科毕业

生的毕业意向的影响是否会有显著差异？如果存在显著差异，那么这种显著差异意味着什么？

本研究借鉴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通过分析家庭结构①、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毕

业意向的影响，来认识父母离异、双亲或单亲亡故等生命事件如何与外部结构、历史环境共同影响

子女的社会轨迹。通过将个体生命事件与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不但可以揭示出

个体发展的逻辑脉络，还可以反映出社会阶层结构化的脉络。

二、文献回顾

社会学中强结构假设认为，个人的社会行动往往受到家庭背景、阶层秩序等此类社会结构的约

束，因此，职业地位获取或就业意向选择的研究范式突出表现为利用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二元的分

析框架来探讨社会分层机制以及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布劳、邓肯（Ｂｌａｕ＆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通过分析以父亲的职业地位为代表的先赋因素和个体教育为
代表的自致因素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发现在工业化的美国，职业地位获得主要归因于个体

的自致因素。此后，布劳和邓肯的研究结论遭到来自分割理论、阶级阶层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挑

战（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１９７９；Ｂｉａｎ，１９９４）。另一项有关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发现，在高度城市化与
工业化的美国社会，父亲的先赋因素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依然具有直接而显著

的影响（Ｂｅｅｇｈｌｅｙ，１９９６）。来自中国的研究也发现，父亲的工作单位和父亲的阶层地位对子代地位获
得具有显著影响（Ｌｉｎ＆Ｂｉａｎ，１９９１；李路路，２００３；张翼，２００４）。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对个体社会经济
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证实（Ｂｌａｕ＆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李路路，２００３；张翼，
２００４）。

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宏观层面的结构约束，对于像父母离异或父母亡故等微观的个体

生命事件对社会分流的影响研究并不多。与此相对的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离
婚率的不断攀升，以及其他类型的残缺家庭的大量存在，有关家庭结构与子女福利关系的研究成为

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产生了众多竞争性理论。

第一，严重影响论与有限影响论之争。严重影响论认为，父母离异对子女的负面影响是持久

的。那些来自单亲家庭的小孩不但认知能力低于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Ｍｏｔｔ，１９９３；转自 Ｐｏｗｅｌｌ＆
Ｐａｒｃｅｌ，１９９７）很难完成中学教育（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８），而且还影响到孩子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际
关系（Ｒｏｓｓ＆Ｍｉｒｏｗｓｋｙ，１９９９）。然而，有限影响论认为，对于大多数子女而言，虽然父母离异会给子
女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并不太严重（Ｅｍｅｒｙ，１９８８）。离异后，父母的尽责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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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结构特指父母婚姻状况，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父亲、母亲双亡或父亲（母亲）亡故家庭。



无歧视环境都能有效的降低离异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徐安琪、叶文振，２００１）。然而，这两种观点都
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的主要是父母离异对子女心理与社会适应的影响，对于离异与升

学、就业等事件组合的个人后果与社会后果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二，家庭结构代际影响的理论争议。目前，在西方围绕着家庭结构对子女成长的负面影响解

释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理论。

家庭结构残缺论，该理论认为家庭是子女社会化的关键场所，完备的家庭结构是子女健康成长

的重要条件。离异减少了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交流的数量，以及相伴的交流质量下降，孩子

无法得到父亲或母亲更多的关注（Ａｓｔｏｎｅ＆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９１）；离异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由于工作的需
要，不得不减少对子女在生活与学习上的关爱和辅导，而之前形成的激励机制也会随着父母的离异

而削弱；同时，由于大部分监护人是母亲，因此，离异也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这些共同导致

孩子学业下降、行为失范和自尊下降等（Ｒｏｌｌｉｎ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７９；Ｅｒｉｋｓｏｎ＆Ｊｏｎｓｓｏｎ，１９９６）。另外，父母
离异意味着家庭中或父亲角色或母亲角色的缺失，减少子女学习社会交往的机会，导致子女缺乏必

要的社会适应能力（Ａｍａｔｏ＆Ｋｅｉｔｈ，１９９１）。
家庭经济恶化论，则认为导致离异子女福利受损的关键是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不是家庭的结

构或类型。美国学者韦茨曼在她的《离婚革命》一书中揭示了离婚后妇女与孩子的生活水平平均下

降７３％。即离异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源的减少，从而影响到子女的营养和健康水平；同时，离异还导
致单身母亲不得不搬到那些居住条件和学习环境较差的社区，从而增加了孩子接触越轨文化影响

的风险（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８５；转自 叶文振，徐安琪，２００２：７５－８１）。
家庭冲突论，家庭冲突论认为与离异过程相伴随的父母间的冲突导致孩子在社会适应和行为

等方面出现问题。生活在父母之间的敌意和抵抗的环境中的孩子，往往会经历紧张、痛苦和产生不

安全感。（Ｍａｃｃｏｂ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３，转自叶文振、徐安琪，２００２：７５－８１）。
虽然以上三种理论解释家庭结构代际影响的机制与视角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

残缺家庭结构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会化。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来探讨离异

对子代社会化的影响，以及弱社会化对教育、经济地位获取和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虽然持有限影

响论的学者看到了个体的能动性，父亲或母亲与个体都可以通过努力来消除离异的负面影响；但和

以上三种理论一样，这些研究忽视了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新的外部影响，对

那些来自离异家庭但社会化程度较好的社会成员的后期发展，尤其是对个体在社会时间中关键时

刻的行为选择缺乏深入的研究，也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同时，这类研究过于关注微观家庭环境对

社会化及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忽视了个体生活的外在结构环境，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的约束作

用。即在考察离异对子代个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时，没有将个体的生命事件与时间相结合，没有将微

观家庭环境与宏观历史环境、外在结构环境相结合，从而忽视了外在社会结构、历史环境与个人社

会时间是如何构建个体生命轨迹并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结构的。

本研究通过借用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的生命事件（父母离异、父母单亲或双亲亡故、本科毕

业）纳入到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之中，来探讨个体生命事件与时间的组合是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选

择，以及在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建构下，个体的社会选择是如何被转换为宏观的社会分层事件。

三、研究设计

（一）假设

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市场转型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多重效应。上世纪后十年中国高等教
育发生的深刻变革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１９９７年我国实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结束了几
十年来免费上大学的历史，随着高校收费政策的实行，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使得上大学成为贫困家

庭的主要负担；１９９９年教育部推行普通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计划，与此同时，高校就业政策也由统一
分配转变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在高校扩招和就业政策改革的冲击下，谋求更高的学历，成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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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发展机会的关键途径之一。因此，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高等学校扩大

招生政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构成了新世纪初期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自１９９７年
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也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

就社会时间而言，本科毕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间点。虽然社会文化更多的赋予了本科毕业

后“就业”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就业”并不是惟一恰当的角色，毕业生面临着“就业”、“深造”、“婚配”

等多种选择，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来自不同家庭和阶层背景的毕业生会有着不同的角色选择。与

此同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教育所生产的文凭与证书又

是社会排斥的重要门槛（帕金，转自格伦斯基，２００５）。那么，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招生并轨
改革收费政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更高的学历不仅意味着更好的未来，也是一种

排他性制度安排，因为更高的教育不仅意味着对较低学历者的排斥，也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成本，即

更多的家庭负担和机会成本。因此，本科毕业后“就业”与“深造”的选择，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毕

业生必须考虑到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这样，本科毕业后的“就业”与“深造”选择就成为了制度性

的社会分层问题。我们就毕业意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越好，就越倾向于选择“深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

行为，这种投资行为会带来后期较高的回报，本科毕业后选择“深造”，是一种投资。既然“深造”是

一种投资就意味着存在投资风险，首先“深造”需要投入较大量的金钱，同时还需要投入好几年的时

间，这意味着机会成本上升，因此选择“深造”就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专有资产，这种专有资产意

味着高交易成本。这样，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抵抗教育投资风险的能力高，会更倾向于投资。同

时，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就业”对于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具有很高的边际效应，然而，家庭社

会经济条件越好，其子代本科毕业选择就业带来的边际效用会越低，因此，家庭背景会影响到本科

毕业生毕业意愿。

假设二：毕业生人力资本越丰富，就越可能倾向于选择“深造”。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衡量考生是

否具有较好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关键手段，因此，只有那些人力资本丰富的考生才有可能通过入

学考试。同时，人力资本越丰富，入学考试成绩越好，获得奖学金的概率也越大。因此，人力资本也

影响到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选择。

假设三：毕业生家庭越残缺，就越倾向于选择“就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离异往

往会导致家庭经济地位的下降（Ｐｏｗｅｌｌ＆Ｐａｒｃｅｌ，１９９７；Ｅｒｉｋｓｏｎ＆Ｊｏｎｓｓｏｎ，１９９６）。同时，与结构完整的家
庭相比，很多其他类型的残缺家庭，由于缺少经济支持，往往生活也陷入困难。根据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但基础性的生存需求总是优先于自我发展需求。家庭也同样存在

这样的需求层次，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首先需要满足的是生存需要，因此，其更可能要求子女毕业

后为家庭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在提倡以和为贵的家庭文化的中国，家庭成员对家庭有一种责任

感。因此，在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下，“深造”不仅意味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也意味

着更多的家庭负担，而来自残缺家庭结构的毕业生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从而越倾向于毕业后

选择“就业”。

（二）数据与变量

１．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７年５、６月对西安市５所高校本科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本调查依照分

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部属院校和省属院校的分层，从西安市 ２５所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 ５所高
校①，然后再从这 ５所高校大约 １７０００名本科毕业生中随机抽取了 ２０００个样本，调查共回收问卷
１９００份，有效问卷１８２４份。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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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学生来源的状况存在着学校主管类型的差异和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我们在随机分层抽

取被调查学校时，对部属院校有一定的倾斜，我们抽取了３所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只抽取了２所，他们分别是西安交
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



２．变量
因变量：毕业意向，表示个体在本科毕业时的社会流动选择，即就业或深造。“就业”指毕业后

即工作或寻找工作；“深造”指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或继续其他方式的脱产求学。这里将“就

业”赋值为１，“深造”赋值为０。
３．自变量

家庭结构，包括父母婚姻状况和父母是否健在。父母婚姻状况指离异与否，“离异”赋值为 １，
“没有离异”赋值为０。父母是否健在包括“只有父亲健在”赋值为１；“只有母亲健在”赋值为２；“父
母双亡”赋值为３；“父母健在”赋值为４。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内，并通过各种人际关系融入到
群体之中，因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生命历程中的生命事件的影响。父母是个人

人际群体中最核心的成员，也应该是个人生命历程的关键成员。因此，这里将父母婚姻状况和父母

是否健在作为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生命事件。

阶层背景，主要指的是父亲的阶层地位，包括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企业
主、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佣者、体力劳动者阶层，赋值分别为１、２、３、４、５、６。

表１： 关键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编码 频数 频率％ Ｎ
性别 ０ ６３６ ３５．６ １７８６

１ １１５０ ６４．４
生源 ０ ７２２ ４０．６ １７７７

１ １０５５ ５９．４
荣誉证书 ０ ７４８ ４２ １７６９

１ １０２１ ５８
六级 ０ ９９４ ５９．２ １６７９

１ ６８５ ４０．８
班团干部 ０ ９４７ ５４．１ １７５１

１ ８０４ ４５．９
党员 ０ １１０５ ６２．４ １７７１

１ ６６５ ３７．５
父母婚姻状况 ０ １６３１ ９２．３ １７６８

１ １３７ ７．７
父母是否健在 １ ７９ ４．５ １７７５

２ ４６ ２．６
３ ２８ １．６
４ １６２２ ９１．４

父代阶层 １ １５７ ９．０ １７４７
２ １４１ ８．０
３ ２５０ １４．３
４ １４９ ８．５
５ １４２ ８．１
６ ９０８ ５２．４

毕业意向 ０ ７３９ ４３ １７０４
１ ９６５ ５７

人力资本，这里主要指个体在大学中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包括荣誉证书、班团干部、党员和

英语六级。荣誉证书取值为“是”与“否”，“是”（“是”指获得学院及以上级别的各类荣誉证书和奖学

金，包括院级以上社团颁发的荣誉证书）赋值为１，“否”赋值为０；班团干部取值为“是”与“否”，“是”
（“是”指班集体干部和校内各社团的组织或管理经历）赋值为１，“否”赋值为０；党员取值为“是”与
“否”，“是”（“是”指党员与预备党员身份）赋值为 １，“否”赋值为 ０；英语六级取值为“是”与“否”，
“是”（“是”指英语六级和专业八级，由于专业八级人数很少，这里统一归类为六级）赋值为１，“否”赋
值为０。

在一些研究中，党员身份和班团干部通常作为政治资本处理（Ｂｉａｎ＆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宋时歌，
０５

《青年研究》 ２００９·６



１９９８）。然而，在高校中，学习成绩是党员身份获取的关键因素，一个学生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很难
有机会入党，因此，党员身份本质上是学习优秀的体现；从用人单位的视角来看，党员身份也是用人

单位甄别求职者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班团干部，指的是学生在班集体里和校内外各种社团

的一种组织与管理的经历。从学生的角度而言，这种班团干部的经历，是学生锻炼社会参与能力的

重要环节，通过这种社会活动组织与参与的锻炼，学生个人的社会交际能力、工作组织能力和社会

参与能力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就用人单位而言，甄别一个学生的能力的高与低也很大程度上

依靠该学生的各种社会团体的参与程度。所以，笔者将党员身份与班团干部也归类为人力资本。

４．控制变量
性别，取值为“男”与“女”，“男”赋值为１，“女”赋值为０。生源地，取值为“城镇”与“农村”，“城

镇”赋值为１，“农村”赋值为０。
变量描述具体详见表１。

四、分析结果

我们的实证分析先后建立两个模型，模型一是探讨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毕业意

向的影响；模型二增加了家庭结构这个关键自变量，探讨家庭结构对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影响。

分析结果见表２，模型一的具体解释如下：

表２： 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毕业意向

自变量
就业?深造ｍｏｄｌｅ１ 就业?深造ｍｏｄｌｅ２
β Ｅｘｐ（Ｂ） β Ｅｘｐ（Ｂ）

ｃｏｎｓａｎｔ １．７６７ ５．８５４ １．７２５ ５．６１３
家庭结构

父母离异 ０．４２３＋ １．５２６
只有父亲健在 ０．０６７ １．０６９
只有母亲健在 １．１１７ ３．０５４
父母双亡 １．３００ ３．６７０

家庭背景

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者 －０．４３２ ０．６４９ －０．４３４ ０．６４８
经理人员?企业主 －０．７６９ ０．４６４ －０．８０４ ０．４４７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４３６ ０．６４７ －０．４６９ ０．６３２
基层管理人员?办事人员 －０．１９５ ０．８２３ －０．１８８ ０．８２９
自雇佣者 ０．０６４ １．０６６ ０．６３ １．０６５

人力资本

获得荣誉证书 －０．７２３ ０．４８５ －０．７２６ ０．４８４
英语六级 －１．０５２ ０．３４７ －１．０７９ ０．３４０
党员 －０．２５４ ０．７７６ －０．２５７ ０．７７３
班团干部 －０．２４ ０．９７６ －０．３５ ０．９６６

控制变量

男 －０．３５２ ０．７０４ －０．３７４ ０．６８８
城镇 －０．２８１ ０．７５５ －０．２７３ ０．７６１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８５８．８４ １８３０．９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２２２．９９２ ２４２．０２７
Ｄｆ １１ １５
Ｎ １５１７ １５１７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１８３ ０．１９８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从阶层背景角度来看，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上，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者阶层的子代本
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只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的６５％。在０．０５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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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来自经理人员?企业主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只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
业生就业意向的４６％。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上，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
向也只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的６５％。来自基层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
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在０．１的显
著水平上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但二者具有反向影响。同样，来自自雇佣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与

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在０．１的显著水平上也没有显著差异。以上数据
可以反映出，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具有重要的影响，阶层背景好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

于选择“深造”，而不是“就业”，假设一得到了验证。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在０．００１的显著水平上，获得荣誉证书的毕业生就业意愿只是那些未获
得荣誉证书毕业生就业意向的４８％。在０．００１的显著水平上，获得过英语六级证书的毕业生的就
业意向只是那些未获得六级证书毕业生就业意向的３５％。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上，获得党员身份的
毕业生其就业意向只是未获得党员身份毕业生就业意向的７８％。有过班团干部经历的毕业生就业
意向与没有班团干部经历的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并没有显著差异。总的来看，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

生毕业意向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丰富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深造”，而不是“就业”，在一定程度

上验证了假设二。

控制变量，从性别视角来看，在０．０１的显著水平上，相对于女性本科毕业生而言，男性本科毕
业生更倾向于深造，男生的就业意向只是女生就业意向的７０％。从城乡关系来看，在０．０５的显著
水平上，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就业”，来自城镇的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只是来自农村毕

业生就业意向的７５％。
以上是模型一的分析结果，模型二中我们加入了与家庭结构相关的变量。从父母的婚姻状况

来看，在０．１的显著水平上，父母离异对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父母没
有离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父母离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选择就业的可能性要增加０．５３倍。从父母
是否健在看来，相对父母都健在的本科毕业生，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上，来自父母双亡家庭的子代本
科毕业生更可能选择就业，其就业的意向要高出２．６７倍；而来自只有母亲健在家庭的子代本科毕
业生对子代的就业意向也具有显著影响，在０．０１的显著水平上，父亲的亡故可能会促使子代本科
毕业生就业意向提高２．１倍；但母亲亡故对子代就业意向并没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家庭结构对
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也具有显著影响，并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也验证了假设三。

从模型二的输出的结果来看，在加入与家庭结构相关的变量后，虽然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与控

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有一点变化，但依然对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家庭结构、阶层

背景和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具有重要影响。

五、结论

阶层背景是左右社会分流的一个重要因素。阶层背景好的本科毕业生更可能选择深造，而不

是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阶层背景越好，可供教育投资的资本也就越多，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也

越高；同时，阶层背景越好，其子女也不需为分担家庭责任而过早的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有足够的

社会经济资本来提高自己未来的竞争力，以保障其家庭地位不会因市场竞争的加剧而下降。虽然

从表象看来，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反映的只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既定社会时间点上的一种选择；但

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更高的学历和更多的教育投资不仅意味着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多

的投资回报，当学历渐成为社会排斥的重要门槛，文凭制度成为文明社会设计出来的一套合法的排

斥机制时，“就业”与”深造”的选择就不仅仅是单个生命体的一种人生选择，也成为了既定制度设置

下的社会分流，从而转变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环节。

人力资本也是影响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丰富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

择深造。由于“深造”———攻读研究生，需要较好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因此，除了家庭背景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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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外，个人的资质和学习能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力资本的自致性和人的能动性特征，功

能主义学者往往依据人力资本与地位获取之间的关系来判断社会阶层的开放程度。然而，人力资

本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人力资本与社会选择机制之间的关联，以及分割结构与权力之间的关联

等都说明人力资本的社会分层意义的多元性。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何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在社会

经济地位获取过程中谁轻谁重，以及这种轻重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直是地位获得研究文献中

争议的焦点问题。

家庭结构作为一个微观的社会设置在宏观的历史时间与社会时间建构下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分

流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来自完整家庭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离异家庭、父母都不健在和只

有母亲健在的家庭对其子女本科毕业时的就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统

计意义，关键在于个体的生命事件与时间的组合。从生命历程的社会时间来看，本科毕业时社会赋

予二十出头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成家立业”的期待；虽然“成家立业”是此时社会赋予个体的首要期

待，但个体依然具有多种社会选择———既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然而，个体如何选

择除了受到来自社会期待的影响外，还受到他所经历的社会事件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影响。个体生

命中的一些社会事件———父母是否离异，父母是否亡故与时间的组合会有不同的社会效应。从我

们的研究来看，在高校扩招、就业制度改革和收费并轨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如果父母离异、双亲亡故

或父亲亡故发生在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那么这种家庭结构对子女的社会分流会产生显著的

影响。而这种社会分流效应又与历史环境相关联，从历史时间来看，毕业生的选择意愿还受到历史

事件的挤压。在大学扩招、高校收费改革的背景下，选择深造就意味着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

和机会成本。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中心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期待构成了来自残缺家庭子女

的一个重要的外在结构。因此，来自残缺家庭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不得不衡量来自家庭与社会期望

的外传文化约束，以及宏观历史事件的外在结构的约束，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这样，看似微

观的个人选择，由于父母离异、父母双亡或父亲亡故这类个人生命经历的社会事件发生在像“就业”

或“深造”这类重要的社会时间之前，这样在宏观历史事件与社会文化期待的建构下被放大成为重

要的社会分流机制，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一环。

针对家庭结构对毕业生毕业意向选择的影响，我们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从数据分析结果

来看，与其他残缺类型家庭相比，来自只有父亲健在家庭的本科毕业生与来自父母都健在家庭的本

科毕业生在毕业意向选择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在本科毕业生就业之

前父亲亡故与母亲亡故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支持，以及不同的社会期待。父亲亡故可能导致了

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对其子女毕业后分担家庭负担的期待。

性别因素也参与了社会分流。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男生，女生在本科毕业时更倾向于

选择就业而不是深造。从社会时间来看，在本科毕业时，社会不仅赋予毕业生就业的期待，同样也

赋予其婚姻的期待。然而，由于社会性别的存在，社会对女性的婚姻期待更大，这样女性往往更倾

向于本科毕业后进入婚姻。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子女临近毕业，家庭施以女生更多的婚配期待。

Ｍ同学，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她给笔者描述了寒假的经历：

寒假回家，在父母强烈的要求下，见过两个男孩，一个是我母亲同事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父

亲同事的儿子。我跟我父母说我要考研，但他们认为我应该先工作、结婚。

Ｍ同学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很多女生选择就业是迫于家庭或社会的压力。而男生遭受到的压
力则相对小些，在社会时间点上可供选择的机会也更多。与此同时，父母的社会性别意识也影响到

其对女儿的教育投资，相对于男性，女性获得更少的投资支持，更有可能在本科毕业生后选择工作，

承担家庭责任。Ｙ同学是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自农村，她学习非常优秀，在班上排名前三
甲，但她并没有选择“深造”。Ｙ同学这样诉说了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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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现在就念研究生，工作后也还有机会。这４年我上学给家里添加了不少负担，弟弟
今年参加高考，我是姐姐，我应该为家里做点什么了。我父母希望我先工作，这样家里的负担

也会轻些。

城乡差异依然是社会分流的外在结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来自城

镇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深造”。以前的研究更多根究的是户籍制度与城乡社会经济地位的

差异对社会分流的影响，忽视了时空差异形塑出不同的社会期待与生命路径。农村社会更多的还

是处于生存型的时空社会之中，而城市社会主要处于发展型的时空社会之中，这样，不同的时空为

其社会成员设计的生命路线和社会期待也不同。在农村，社会时间赋予其成员扮演的一些重要社

会角色，如就业时间、结婚时间要早于城市社会，同时，农村社会对其社会成员设计的生命路线也比

较一致，这样在此基础也就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行为期待。如 Ｇ同学所言：我父母都是农民，都只是
初中毕业，对我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不当农民，能离开农村，生活过的比他们好就行。

对于具有本科学历毕业生来说，他们虽然可以挣脱先辈已经设计好的生命路线，但他们很难打

破其文化规制的社会期望，在家庭中心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更期待来自农村的学生本科毕业后

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正如Ｙ同学所言，大学４年家庭为她付出了很多，大学毕业正是她回报家庭的
时候了。如果说户籍制度与城乡社会经济差异是导致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的

直接原因，那么城乡社会不同的时空构建的生命路线和社会期待则是其背后的关键机制。

六、讨论

１８、１９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吸引着古典社会学家关注社会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马
克思从一元的社会分层标准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必

然导致产业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并最终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赖特，２００６）。韦伯则从多元社会
分层的视角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韦伯，１９９７）。遵行这两大社会分层的理论传统，后续有
关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Ｎｅｅ，１９８９；Ｂｉ
ａｎ＆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宋时歌，１９９８；张翼，２００４）。尽管此类研究对于反不平等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取得
了很大发展，然而从反不平等的治理效果来看，反不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李煜，２００６），这就需要我
们去反思，过去的一些研究范式与治理方式。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传统研究过于关注宏观的制度结构所导致的不平等，往往忽视了一些微观

生命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事件挤压下也会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不平等。本研究发现父亲的阶层地

位影响着子女的社会选择，研究也发现父母离异、父亲亡故或父母双亡这些微观生命事件在社会时

间和历史事件的参与下都可能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同时，我们还发现，社会性别和社会期望同样

形塑着不同时空中人们的生命轨迹，本质上构成了社会分流机制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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